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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思想空間持續以辯證運動的方式進行，不斷針
對意識形態的觀念劃分提出質疑，我們才有可能
持續打破被神聖化與實體化的符號疆界，開始思
考歷史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以及重組的社會，以
及如何介入才可能獲得根本平等的公共空間。

（劉紀蕙2020: 430）

劉紀蕙老師是文化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也是我很敬重的前輩。她的

研究，就我所知，向來遊走在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兩大傳統之中，主體形

成與解放政治是她研究著述的兩大關切。然而，要確切定位與定義紀蕙老師

的研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是因為她的研究不以特定的學科範圍或

時段為限，例如政治哲學或中國現代史，另一方面她對特定問題的思考，也

不從學科的內在理路出發，例如「臺灣文學史上的林亨泰」或是「歐陸思想

中的莊子」這類的題目，而是藉林亨泰打開關乎臺灣文學史的重要議題、

或以臺灣作家為例子，但不受其限的思考，如她在〈前衛的推離與淨化〉

這篇文章裡所展現的，目的是指出個別作家的「異常」如何反映文學史的

敘事暴力（劉紀蕙2000）；或是藉莊子的「虛空」指出法國思想的侷限以

及「從知到不知」返身虛空的思考，以解放知識與政治的能量，這是她對畢

來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的莊子論所做出的批判（劉紀蕙2020: c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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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劉紀蕙老師的特色主要呈現在兩個面向：一是在學科的邊界上拓

境，鍛煉在學科傳統範疇之外解釋問題的能力，並且從事實的考查拔高到理

論的層次；二是比較或是對話的思維慣性，不以既成的論述為真理，而總

是要在跨文化、跨地域的語境中重新檢視、辯詰、調整與重構，一方面予

之鬆動或相對化，另一方面加之補充與深化，在其皺折的細微之處展開尖

銳的政治性反思。在這個意義上，邊界、或更精確地說是「劃界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bordering），是她最核心的關懷。這或許緣於她比較文學的

訓練、或許來自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格，也或許跟她長年進出中西思想與理論

的耕耘相關。不論如何，在我看來，邊界或劃界是紀蕙老師思考的關鍵，也

是解放政治的核心現場。如上述引言所示，如何打破符號疆界、思考歷史的

變化，以及介入公共的形成以達致或重構平等，是思想的作用，也是她論

著用力最深之處。這也是我理解和討論《一分為二》時，最根本的起點。

在近五百頁的篇幅裡，《一分為二》雖然分為四個部分，但我認為

主要處理的是三組問題叢：（一）「一分為二」概念的考掘，尤其是它從

革命到僵化的過程如何座落在（兩岸）冷戰的歷史時空當中（第一至三

章），而對立政治在思想上的展現（第四至六章）可視為其例證；（二）

作為政治性的詮釋及思想的運動，「一分為二」的觀念在歐陸當代思想家

的理論著作中如何呈現，這裡的核心是一與多的變化，以及對空與無的詮

釋（第七至九章）；（三）藉著空與無的討論，轉進國與法的思辨，借道

章太炎的思想展開解放性批判政治的想像，亦即回到機制與治理的問題，

從主體為一與空的這個角度，去批判劃界—不只是疆域的劃分，更是人

口的納入和排除、欲望的接納和否定—的行動與重構生命的政治（第十

至十二章）。換句話說，看似上下百年、橫貫東西的編排，其實是沿著相

當一貫而縝密的邏輯展開的。若我們從後往前推，那麼這個邏輯的起點就

是，國家治理為何需要或仰賴「劃界」行動，劃界行動又反映了什麼樣的

體制構造與政治想像，這個「一分為二」的政治在思想上的理據何在，又

經過什麼樣的哲學轉化？如果「一分為二」不只是「敵我之辨」的對立政

治，那我們又該如何重新構思這個思想運動，使之從對立劃分的極端政治

回復到更為活潑而基進的狀態，成為抵抗「同一」的基礎，使「一」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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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成為多的集合？我想，這是她這本書最為重要的問題意識，理論和歷

史（不論東、西、今、古）只是她發展這個問題意識的借道，根本的關懷

還在當下，在我們處身論世的島嶼上。

因此，我的回應—其實更是讀後心得—主要在三個論題上展開：

一是冷戰作為「一分為二」的歷史模型，如何幫助我們面對主權邊界絕對

化與神聖化的問題；二是劃界政治所涉及的「同一」與「多元」兩個傾

向；三是方法論，特別是紀蕙老師借道阿岡本（G i o r g i o A g a m b e n）發展

出來的哲學考掘學。循此，我想特別提問的是：後冷戰或新冷戰的困局對

「一分為二」的哲學解釋有何影響，而思想工作又如何介入現實政治？同

時，我也想在文化研究的脈絡中討論「哲學考掘學」的意義。

一、冷戰／劃界：對抗的形式

文化大革命，集中了2 0世紀現代政治在它的極端中所表現出的
所有矛盾，我們還沒脫離它。它仍然是向不可能的政治領域開放
著，同時也是一個場所，提示了它危險的悲劇性教訓。若群眾未
能把自己打造成政治主體、並未具有變革結構的獨特展望，那
麼，任何有意義的政治都不可能實現了。但是，在此同時，若沒
有機器和批判去控制它奔馳向不可預測的非理性疆界、極端暴力
的世界，那其政治也不可能維持下去，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教
訓。（白承旭2014: 231-232）

南韓學者白承旭對文化大革命的這番總結，或許可以作為理解「一

分為二」徘徊在革命與僵化之界的入口。對白承旭來說，文革的意義不在

於定性總結它為失敗，而在於它展開了無法駕馭的政治，即革命在理想與

實踐之間的矛盾。白承旭認為，文革的成功在於動員群眾的能力，不僅是

由上而下的動員，而是藉由運動激發群眾的能動性，轉而對革命情勢有自

覺的參與，但也正因為如此，文革的基進性對執政當局造成威脅，破壞了

「政治」運作所需要的理性原則，淪為極端的對立與暴力的宣洩，也因此

群眾或人民只能是一個「名義」，無法成為擁有能動性的政治主體。

文革亦是《一分為二》的核心關切，不僅因為在思想上它與毛澤東的

〈矛盾論〉相關，更因為1949年之後的冷戰情勢與政治運動具體展演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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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二」從革命而僵化的變化。矛盾論的核心原理是：「外因通過內因而起

作用」，變化的條件或許來自外部的影響，但「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 ⋯ 在

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劉紀蕙2020: 66）。因此，「不同質的矛盾，要用

不同質的方法來解決。研究中國革命，更要在不同矛盾的總體以及其內部各

個方面相互聯結進行研究，分析其關係如何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以何種

方式進行具體鬥爭。」（ibid.: 67）這也是毛澤東後來提出「不斷革命論」

的思想基礎。然而，紀蕙老師認為，這個結合情勢、極為動態的分析，在

確認政治主體的問題上，卻面對三重的內在悖論：因階級矛盾所預設的階

級劃分，因人民主體而產生的內外之別，以及因反官僚主義與黨國體制造

成的國家主體何在（或是說黨與人民關係如何界定）的問題。這三者雖是

不同的分析範疇，卻相互交織，尤其在為了清楚定義政治主體的過程中，

階級、人民與國家這三個範疇失去了矛盾論的動勢分析，逐漸淪為靜態對

立：在外表現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在內呈

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以及官僚與人民的對立。因此，人民被階級穿透和固

置，但階級的主導位置又有賴國家的保障；國家雖要承載和執行人民的意

志，但人民的意志卻又不得不由黨來代表。人民與國家的溝通的互助原該

透過黨，合二而一，卻最終演變為一種代表制（黨代表了國家及人民，一

分為二），這就使得階級、人民與國家的界線愈發僵硬，黨的作用與地位

亦發模糊，而革命所引發的動勢最終必須被收束到政權保衛戰的前提上。

是故，紀蕙老師對1963-1964年的楊獻珍哲學事作，提出了如下的判斷：

楊獻珍的「綜合經濟基礎論」被批鬥為是「妄圖保存和發展資本
主義的反動謬論」，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
大毒草。思想的辯論轉變為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與路線鬥爭，被
實體化與絕對化，並且成為人身攻擊的合理標誌，這是「一分為
二」最為粗糙的形式。「挖出」人民內部的一部分，將這一個不
屬於我們的部分「分出去」，而塑造了一個新的社會身體，這是
當時運動的主要訴求。（ibid.: 117）

「『挖出』人民內部的一部分」以塑造「新的社會身體」是此中的關鍵。它

不只在內部發生，亦在外部進行，表現為冷戰意識形態的對抗，以及始終

未能完成的國共鬥爭，將南韓學者白樂晴（백낙청）所謂的「分斷體制」1

1 詳見白樂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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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著下來，予以絕對化、實體化與神聖化。如此一來，「一分為二」的邏

輯像病毒一般，不斷在內部複製與增生對立的形式，使我們無法看到對立

的兩造本是相互生成的依存關係，尤其「因防衛性安全措施而進行鞏固主

權與排除他者的各種禁令，逐漸使臺灣文化不斷片面化」（i b i d.:  131）。

紀蕙老師的詮釋，有意將「一分為二」的邏輯從1937年毛澤東發表〈矛

盾論〉的脈絡中挪開，2放入到兩岸冷戰的結構中，以批判愈形嚴重的主體

邊界化，並展開邊界民主化的方案。她寫道：「邊界的民主化，正意味著

要針對觀念所固定的邊界，分析這個劃分是如何被歷史性地構成的；只有

開始進行歷史性以及現實物質條件的具體分析，才有可能開始化解這個僵

化的對立結構。」（ibid.: 134）然而，若是回到〈矛盾論〉裡，我們會發現

毛澤東強調的是：「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

形式。」對抗或許是必要的，但並不是所有的矛盾都適合或需要對抗的形

式，同時，矛盾若沒有適當處理，最終也可能發展成對抗。換句話說，關鍵

的是如何把握矛盾的質與量，予以化解或轉化，而非將矛盾等同於對抗，使

得社會發展可以向前再進一步。因此，如果我們認真把握毛的說法，就會

理解冷戰是一種對抗形式，它包含了多重的矛盾，而國共內戰只是其一。

但是，我們一旦以冷戰分斷的邊界或劃界為起點，反而容易忽略了其

他同時存在於分斷體制的內部（如民主與獨裁）和外部（如地緣政治與帝

國霸權）的矛盾，從而使得分斷的邊界—不論是臺灣海峽或是38度線—

被自然化和固置化了。那麼，當邊界成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僅僅將之歷

史化與民主化，而不同時考慮其他矛盾的制約效果（或是阿圖塞［L o u i s 

A l t h u s s e r］所說的「多元決定」）是否有助於化解對立？進一步說，如果

可以將兩岸分斷、一邊一國視為「一分為二」的歷史結果，而不是暫時形

式，那麼僅僅致力於邊界的民主化（如促進臺灣或大陸的民主自由），而

2 當然，紀蕙老師在書中並不是沒有提到這個脈絡（見：劉紀蕙2020: 62-68），只
是這部份的討論主要是為了理論的舖陳，而不是將之放在歷史中解釋。也就是
說，從1927年的寧漢分裂（清黨）起，毛澤東1937年的〈矛盾論〉，再到1940
年的〈新民主主義〉，乃至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和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
專政〉，這之間的變化與邏輯的推演（共產黨由衰轉盛、結合次要敵人打擊主
要敵人的戰略、創造聯合政府的想法等等）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內戰邏輯中的
矛盾，未必能夠等同於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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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考慮「合二而一」（兩岸統合）的命題，是否足以與被絕對化與神

聖化的邊界對抗？以南北韓為對照，儘管兩韓仍然處於對抗之中，但對抗

仍是作為統合進程中的暫時形式，而非其結果。南韓晚近關於北韓的電影

與電視劇中，雖然對北韓的描繪仍多少保留了冷戰的意識形態，但總會強

調兩韓人民情感與血脈的不可割裂。 3雖然38度線仍然無法任意穿越，但

兩韓合一的願望（起碼就影視的再現而言）仍是強烈的。但這似乎已是兩

岸不再擁有的溫暖、或是不願想起的過去。當然，我沒有天真到以為統合

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只是在想，失去了統合這條水平線的兩岸，如何能從

「一分為二」走向「合二而一」的辯證？我們又該如何解釋「一分為二」

在後冷戰時期的持續深化？是因為中美新冷戰的到來，還是因為「合二而

一」的歷史條件仍未出現？如果可能的話，在新冷戰格局中的「合二而

一」又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那麼，從劃界政治出發的「一分為二」思

想運動，最終將如何回到與回應共同體邊界被神聖化與自然化的現實？

二、同一與多元：解放性的政治

當然，對紀蕙老師而言，劃界政治更重要的課題在於「民主化」，

而民主化的核心關懷是解放性的政治。這也是她要繞道西方的歷史緣由，

因為1 9 6 0年代毛主義在歐陸思想界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尤其影響了一

代法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我們熟悉的阿圖塞、齊傑克（Slavoj Žižek）、洪

席耶（Jacques Rancière）、巴迪烏（Alain Badiou）、巴里巴爾（Étienne 

B a l i b a r）等人，相當程度造就了當代歐陸的思想圖景。大陸學者徐克飛

（2018:  2）說，毛主義是近代史上中國走向世界的第三波浪潮，「深度

參與了法國當代文化版圖的重構，促成了今天所說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大

創造」。的確，紀蕙老師在第九章中詳細剖析了毛主義對上述歐陸思想家

的影響，闡釋他們如何將「一分為二」轉換為「空」與「無」的政治性詮

3 這裡我想到的是2017年楊宇碩（양우석）導演的《鋼鐵雨》（《강철비》），
2018年金秉祐（김병우）執導的《90分鐘末日倒數》（《PMC：더 벙커》）和
2019年TVN製播的電視劇《60天指定倖存者》（《60일，지정생존자》）。

冷戰／劃界的思想考掘：朝向解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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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以接連馬克思（K a r l M a r x）和佛洛伊德（S i g m u n d F r e u d）的思想傳

統，提出解決當代社會難題的批判性方案。

在此，思考的核心不再是冷戰兩極的對抗形式，而是一與多的辯論，

關鍵不在於邊界的絕對化和神聖化，而是治理邏輯與主體想像的「空位」

與「虛構」。從阿岡本的「寶座空位」、阿圖塞的「切割機制」、洪席耶

的「感知分享」、巴里巴爾的「邊界批判」而巴迪烏「解離與扭轉」，紀

蕙老師試圖說明歐陸思想中的主體想像其實是一個治理機制，唯有當我們

把個人主義式的獨一，放回到治理的語境當中，我們才能夠看到主體其實

是話語效果，所謂的「一」只是一個空處，一個拓樸空間的折合：這個

「一」既是權力集中之處（所謂的寶座），也是權力散射的方法（傅柯

〔M i c h e l F o u c a u l t〕意義上的全景監視），主體與治理的連繫之處正是政

治經濟操作的場域，在封建時期展現為君主權威的無所不至，在民主時

代則以民主機制所形成的「共識」作為治理的基礎。但不論是君主或「共

識」，治理形式都是「一與多」的關係。是故，紀蕙老師強調：「如果我

們可以意識到『虛空』聯繫著治理及神意的秘密神學連結，我們便可以朝

向超越政府的思考，並且探索是否有種不必藉由經濟神學形式而存在的完

整生命狀態。」（劉紀蕙2020: 287）換言之，解放性政治的前提在於理解

治理本身總是「務虛」的，體認各種各樣的人民，而非整齊化一的主體，

才是政治的實體。但是「人民」的再現總是有限的，勢必按照主導意識形

態的要求而有所排除，這些被排除者即是語話和歷史的「缺口」，他們即

是洪席耶口中無法分享主流社會感知結構的「無分之分」─那些穩定規

範結構下無法命名與不可見的他者。也因此巴里巴爾的邊界批判與民主化

想像實有必要，因為對吸納與排除原則進行討論和批判才是應對治理的方

法，才能在「共識」的偏差中顯示數量與質量的「多元」，並以之為原則

重構「共識」。這便是解離與扭轉的關鍵所在，以「偏差之名」「中斷原

有的話語秩序，改變分配的秩序」（i b i d.:  309），突顯共同體之虛妄，才

是「共同」（t h e  c o m m o n）的支點。在這個意義上，偏差即是政治的構

成，而扭轉才是政治的實踐。紀蕙老師寫道：「政治主體性便是各種脫離

同一性結構的活動、展現偏離於常態共識的主體性經驗，中斷並挪動既有



261

秩序，使原本無分者得以出現、參與、言說。」（ibid.: 313）

但是這樣的解離與扭轉也帶有暴力的性質，因為這也是矛盾的運動，

而各種各樣的邊界與劃界行動正是全球化時代矛盾的核心現場。於是，邊

界的民主以及個體的自由就成為關鍵，但這亦是另一層難解的矛盾。紀蕙

老師坦承：

消解財產歸屬的主體以及社會主體之間的同一性，卻正是自由與
平等的最大危機。共同體的膨脹凌駕於個人，或是個人財富的擴
張凌駕於社群，二者都會造成自由與平等的問題。每一種矛盾的
背後，卻又有另外一種的矛盾，例如社群背後的性別差異、或是
勞動與資本背後的知性與身體勞動。此處便是巴里巴爾所指出的
二律背反（antinomy）：革命的政治相對於建制的政治，換句話
說，這是永遠不間斷的革命政治相對於建制秩序的國家政治。
（ibid.: 328）

這就讓我們又回到了冷戰／劃界的邏輯裡：如果革命無法克服劃界的欲

望，那麼革命的政治永遠會被建制秩序的國家政治所制約，也就無法擺脫

共同體幻象所要求的邊界絕對化、實體化與神聖化。無產階級取得了政

權，資產階級若不逃到海外孤島劃地為國，或接受同一化約的治理邏輯與

感知結構，讓「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4就只能成

為新秩序中的無分之分。若是如此，邊界的民主化究竟該如何展開呢？

紀蕙老師主張：「邊界的民主化，並不是抹除邊界，而是在所有邊界

處進行民主化，以介入性的翻譯與溝通，促成多邊的相互承認。」（ib id.: 

325）而邊界的民主化除了依靠政治性的思辨與抗爭外，更有賴於「承認

歷史流變與多重決定的偶然性」，以「解構單一法統一脈相承的論點」，

使國家成為「容納相續流注之人民的『空處』」，而非邊界明確而絕決的

「領土」（ibid.: 410-412）。從西方而東方，從上古而當代，紀蕙老師的批

判方案恰恰落在「解構國家，反思公共」這條軸線上，因為理論的作用不

在其虛玄抽象，而在於思想運動開展出來的解放力量，讓我們能夠對國家

「在不疑處有疑」，挑戰其以符號暴力塗抹歷史，強行分裂人民的惡行。

4 這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中，毛澤東對個人階級意識轉變
的感性總結。

冷戰／劃界的思想考掘：朝向解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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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強調：「只有承認並且面對國家作為符號場域的虛構性，我們才會觀察到

其中發生的各種符號領域如何以抽象概念『一分為二』，劃分內外界線，

進行主權爭奪之戰，進而立法鞏固既得利益，排除異己，並以各種體制法

令進行統治的符號暴力。」（i b i d.:  428）的確，臺灣現今的民主政治刻正

進行的，正是這麼一種為了鞏固利益、排除異己的符號戰爭，但這也是當

前最為流行，廣為接受的政治，並且是以多數暴力的民主形式所展現和執

行的。那麼，邊界民主化的工程該怎麼展開呢？我們如何跳脫選票民主的

對立框架，回復民主的動能，面對「民主」或許已然成為問題的現實呢？5  

三、哲學考掘學：理論與方法

誠然，上述的現實問題必須在臺式民主的現實中來處置，但是思想作

為現實的折射與對應或許仍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線索。在《一分為二》中，

一條可能的線索就在於紀蕙老師方法論—哲學考掘學—裡。她寫道：

透過中國20世紀出現的政治哲學論爭事件的話語標記，探討可見
事件背後不可見的政治經濟動力與錯綜脈絡，以及支撐這些脈絡
的機構體制與政治範式。對於話語標記進行哲學考掘學，意味著
不要將思想史脫離於物質社會與歷史脈絡，而要從各種思想的話
語標記出發，探究時代脈絡的物質條件如何激發了主體的思維與
感受，如何進一步促成教育體制與司法文化機構的形式，以及如
何透過各種話語標記展現出書寫者的主體拓樸位置。（ibid.: 22）

因為「哲學考掘學的工作就是要推翻任何概念固定不變的起源說法，

探討原初過程的痕跡，以便抵制超越歷史的唯心理念或是目的論」（ib id.: 

30），所以她不只要把話語和概念放回歷史語境裡，更要討論歷史語境中

發揮著作用的種種文化與政治機制，以及書寫者與之的應對關係，從而形

成「話語－思想－體制－作者」的詮釋機制。在這個意義上，話語是流動

變化的事件，體制是各地脈絡的載體，而作者則是不同位置與身分的表述

5 有趣的是，臺灣的主流民意時常擔心「民主失效」，反要以「鞏固民主」之名
進行劃界排除。顯然民主只能是以公民身分為限，以投票行為來表達的制度。
誠然民主的果實珍貴，但若民主（尊重主流民意）的表現造成了不民主（違反
平等與自由原則）的結果，那麼這樣的民主又有何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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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故，值得追索的不只是「一分為二」從毛澤東到法國毛派與後結構

主義思想家的跨國理論行旅，亦是華文語境中的體制變化與政治鬥爭，如

何在「思想革命」與「思想僵化」的軸線上辯證和發展，並由之展開的政

治性重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紀蕙老師最後回到了章太炎，因為章太炎一

代的學人身上承載了話語－思想－體制作用的痕跡，而成為思想的轉轍。

在紀蕙老師看來，章太炎的思想結合了釋道兩家而獲得了一個「緣起本體

論」的歷史觀，因為「緣起」才是歷史的本體，所以彼我、公私的區辨只是

時空的變量，不該被當成歷史的公理或常道之本體，而要破除名相之別，

回到「指」與「物」的悖論，在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和區辨思想的發展，

讓典籍和話語成為指向生產脈絡、時代感受和是非判斷的印記和事件。

在這個意義上，曾經支持辛亥革命、發明「中華民國」一詞的章太

炎對國家概念的理解和判斷，也就應該被視為現代性國家話語的一個印記

和事件，以幫助我們回想和思考現代國家概念在中國生成時的多元理念。

比方說，紀蕙老師提醒我們，對章太炎來說，愛國「並不是愛其實體，而

是愛其『組合』」，因為作為「器」的國家本身是虛幻的，但構成其「組

合」的人民才是其本質（ib id.: 397）；而他屢次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

消」，希望虛置中央政府的想法，也與「務虛」的歷史哲學體認相關。換

言之，章太炎的批判性和基進性恰恰來自於他對「體」與「法」的不信

任，亦即對國家虛構「實體化、絕對化、神聖化」的反彈與反抗。這從而

提醒了我們，在現代性中，建國未必代表解放性政治的到來，國家其實才

是解放性政治所要介入的場域。

在這個意義上，紀蕙老師的工作，雖然往歐陸與中國思想的深處前

進，但其核心關切與1990年代初期《島嶼邊緣》展現的「去國族」思維相

去並不太遠。差別在於，她最終回到了中國思想史的「縐摺」6之處，藉著

「以名為代」的索引方式，在中西思想的糾結中尋找解方，從而鬆動和批

判了1990年代以來以認同政治為名打造的臺灣國族主義，提醒我們那不過

是「重疊交接處的標記 ⋯ 以分離又接合的方式，連結了一個不可見的複雜

6 「縐摺」一詞，援引自張小虹（2016）。

冷戰／劃界的思想考掘：朝向解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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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但它終究是「一個『空』」（ibid.: 30）。解放性政治的潛能在於

從其空處找回那個「不可見的複雜空間」，重新認識與接合無分之分的「偏

差」，使得主體本身也能夠進入批判自省的思想運動，而不致太快、太暴

烈地封閉自身。哲學的考掘，因此，就涉及了歷史的再現與主體的重構。

躲在冷戰／劃界底下的美好臺灣，或許也該面對民主的罔兩和闇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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